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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应对互联网过度记忆对人格权益造成的减损，被遗忘权制度应运而生。尽管被遗忘权已经通过一般数

据保护条例(GDPR)正式确立下来，并被引入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但是否应当将被遗忘权纳入立法考量

仍然存在理论争议。一方面，对被遗忘权是否有超出现有信息保护制度范围的权利内容(如隐私权、删除

权)存在争论。另一方面，学界充斥着对被遗忘权实施后会引发公私利益冲突的担忧。通过对被遗忘权的

理论争议抽丝剥茧，锚定被遗忘权的权利内涵，思考被遗忘权的入法价值，可以将被遗忘权界定为一项

具有独立权利内涵的新型权利，以更为审慎的态度看待被遗忘权本土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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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impair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caused by excessive 
memory on the Internet, the system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came into being. Although th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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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forgotten has been formalized through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and 
introduced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re is still theoretical debate as to whether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legisl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a debate 
as to whether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has rights (e.g., right to privacy, right to erasure) that go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existing data protection regim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concern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will lead to confli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By peeling back the theoretical controversy over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ch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thinking about the legal val-
ue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we can define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s a new type of right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an independent right, and look at the issue of localization of the right of forget-
ting with a more cautious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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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数字技术勃兴，对数字记忆化会引发严重问题的隐忧不断滋长。为了抵御互联网过度记忆带来的

风险与挑战，在欧洲已率先构建起了一整套严格的数据保护法规制度，例如在二零一六年通过的《一般

数据保护条例》(GDPR)中确定了被遗忘权的合法性地位，用以对抗数字化信息技术对人类自身健康的威

胁和减损。然而在中国本土化语境中，对被遗忘权的合法性与证成仍有疑问。作为新兴的权利，被遗忘

权的概念自诞生以来就面临了理论的重重诘难。对于被遗忘权合法性证成的争议聚焦在：正当性基础、

现实可行性、公私利益冲突。 

2. 被遗忘权本土化的理论争议 

2.1. 内涵淆杂：从属或是独立 

被遗忘权原指对过往生活中的事件保持沉默的权利，尤其是对于罪犯，在其服刑之后有权要求淡出

公众视野，新闻媒体不得再对其过往犯罪或服刑事实进行报道。继 2012 年的欧洲法律草案首次确定了

“被遗忘权”后，欧盟法院 2014 年 5 月对“谷歌诉冈萨雷斯被遗忘权案”作出判决，正式确立了“被遗

忘权”的概念，这是一个支持“被遗忘权”的历史性判决，改变了网络环境下原有的数据收集和使用规

则，首次以判决形式将“被遗忘权”的概念固定下来。1 
国内主流观点认可被遗忘权的独立法律地位及入法价值，反对意见将被遗忘权视为传统信息权利如

隐私权、个人信息删除权的附属，或将被遗忘权定性为上述传统信息权利的简单权利束，不具有单独入

法的价值[1]。对于被遗忘权性质的认识之所以产生撕裂的现象，根本在于研究者探讨问题的观点差异，

这是立场不同导致的观点差异。有学者倾向从英美法系出发研究问题，而有的学者则选择从大陆法系角

度出发看待问题。从大陆法系出发，基于对人格保护和信息自主权利需求的迅速扩张，主张应采用具体

Open Access

 

 

1案例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具体网址见 https://pkulaw.com/qikan/1d99f0b6106d4b8c6d61fa805a394425b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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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模式，将被遗忘权视为具体人格权，其权利客体是具体的人格利益。以英美法系为落脚点，则应对

被遗忘权采取隐私权模式，主张被遗忘权只是隐私权属下的一项子权能。很显然，对被遗忘权如何定性

决定了其立法前途[2]。 

2.2. 属性模糊：利益或是权利 

“利益派”学者主张欧盟提出的被遗忘权实际上只是隐私权范畴下的一项人格利益，可适用隐私

权制度对其加以规制。更有学者批判被遗忘权的设立只是一场“骗局”，其空有文学性的字面修辞功

能，而实际与遗忘无关，只是为个人相关信息的存储与获取发挥指路牌的作用。但多数学者都倾向赋

予被遗忘权独立的权利地位，反对将其看作权能或者是纯粹的利益的观点。学界之所以对被遗忘权的

类型界定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根本原因在于对权利的本质的理解迥异。有关权利的实质的理论，大致

有三种：意思说、利益说、法力说。根据法力说，特定权利的产生是权力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而利

益则是所有权力形成要素的基础，并不代表任何形式的权利均能进入权力的范畴[3]。而一种权力是否

具有创设的价值，就在于这种权力架构下的权利是否具有被立法所保障的意义[4]。而一项利益若要上

升至权利的最高维度，则必须具有了获得整个社会价值体系认可和尊重的能力[5]。而法律与权力之间

最大的实质区别就是，权力是指一种由法律强制力所确定的权利在法律层次上的合理体现，同时也伴

随有一定的司法保护义务。据此，如何界定被遗忘权的法律属性直接影响被遗忘权保护机制的制度设

计走向和保护力度大小。 

2.3. 利益冲突：对立或是兼容 

从尊重立法的视角而言，依据《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 2 的文本规定，应该将被遗忘权利视为

删除权利的一项子权利，即在特定的数字化环境下赋予私人信息拥有者要求第三方删除或者禁止使用某

些私人信息的权利。在后 GDPR 阶段，由于被遗忘权的应用环境的不断变化、使用范围也在逐步得到拓

展，并从使用之时的数据主体处撤回了已经公布的信息，并一直延续至谷歌西班牙案的情形，即“第三

方未经数据主体同意合法处理，但继续处理会侵犯数据主体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6]。基于此，被遗忘

权的适用情形包括两种。其一是“撤回同意情形”，其二是“他方合法处理但是继续处理会导致对数据

主体权利的侵犯”。在第二种情形中，数据主体首先将个人数据置于他方如搜索引擎的掌握之下，并授

予他方一定的权限对数据进行必要的有限的处理。但授予他方合理处理数据的权限并不意味着数据主体

完全放弃自己对数据的处分权。基于网络空间信息处理机制运作的特殊性，个人数据一旦进入网络系统，

就会卷入快速的信息流通与交换。基于网络数据库的运作机制，数据主体并不能任意地将个人数据从大

数据库中摘除以求“独善其身”。如果此时撤回经由他方合理处理的信息，将很可能导致对他人利益或

公共利益的侵扰。 

3. 被遗忘权相关争议之厘清 

3.1. 锚定内涵：被遗忘权具有独立的权利内涵 

尽管“被遗忘权”与“隐私权”“删除权”具有极大的关联程度，但认为被遗忘权应该完全被后两

者“覆盖”的观点忽视了“被遗忘权”所捍卫的独特的人格利益，混淆了三者之间的权利边界，没有正

确地认识到人格利益与隐私权、信息删除权之间的“权利竞合关系”[7]。 

 

 

2欧盟议会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批准出台 GDPR 数据保护法，但生效日期推迟到 2018 年 5 月 25 日。因此，很多人将 GDPR 称为

2018 数据保护法。GDPR 统一了欧盟 28 个国家/地区的数据隐私法，推出 99 条规定，授予个人更多的权利，加大了个人数据的保

护力度，也顺应了欧盟消费者对数据隐私安全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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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被遗忘权与隐私权的关系 
从哲学意义的角度，一方面，遗忘的价值给予个体从头来过、重新开始的勇气和机会；另一方面，被

遗忘权为个体留下最后一片心灵净土，守护人的道德自治空间。从权利保护的角度，被遗忘的行使体现出

个体事前保护自己权利的积极主动的意愿，是一种“主动语态”的积极行为，而隐私权的权利属性是对他

人侵扰的被动回应，是一种“被动语态”的消极行为。据此，被遗忘权并不是隐私权的延伸，而是具有独

特权利属性和入法价值的信息自决权。二者都强调了个人对信息的管理权利，但二者并没有完全相等。 
首先，从产生历史上来看，隐私权形成于工业时期的人们为了应对个人私域信息被过分干预的需要，

而被遗忘权利的形成则是由于信息时代背景下，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而带来的对信息过度记忆问题

的补救措施。其次，被遗忘权是大信息社会的必然产物，所以被遗忘权的适用只有在互联网平台上；而

隐私权的使用领域则显然比较宽泛，不但可应用于互联网平台，在现实生活空间也有应用的空间。最后，

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而遗忘权则是为抵御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冲击而诞生的。

立足本土化语境，《民法总则》关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设置并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以

权利本位理念为基础进行调整的，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民法典》人格权编第 1034 条第 3 项

规定：“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3 可见，我国立法对待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的态度是：二者是相互关联但不可等同的概念[8]。 

3.1.2. 被遗忘权与信息删除权的关系 
删除权是被遗忘权中的一种语素，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范围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活动的主要

结果之一[9]。29 世纪末，为应对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的数据滥用风险，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应运

而生，如一九八零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制定的《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下称 OECD 指引) 

4 便明确了对个人信息的管理、使用控制、信息安全保障，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个人信息保护等八项规定。

从上述原则已经可以初步推导出信息删除权的存在。 
产生背景不同表明了信息删除权与被遗忘权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和立法任务，决定了两者具有不

同的内涵。另一方面，被遗忘权与删除权侧重保护的权利客体不同。被遗忘权是对抽象信息的保护，特

别是由个人所获得的对身份塑造的权利。由于在网络空间中数据流通及处理机制的特殊性，个体信息往

往会以片面的方式呈现于网络空间，由此造成他方对信息主体主观臆断式的评价，此所谓网络空间数据

成像机制。简言之，个体数据在网络流通过程中形成了对信息主体的“画像”，这无疑使得信息主体的

人格权益处在“悬崖之上”。当信息主体在采集与处理有关个体的过往负面信息、对外披露，甚至是基

于这些信息而作出对主体个人不利的决定时，信息主体就可援引被遗忘权。而删除权针对的是已经披露

在网络空间，由于存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情形而不适宜继续被使用或者存在的个人信息。在此

语境下，删除权指向的权利客体性质更为具体，范围也相对确定。 

3.2. 界定属性：被遗忘权属于新兴的人格权利 

2015 年底，我国第一起“被遗忘权”案件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5 标志着被遗忘权正式进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34 条原文是：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

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

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4 为解决数据跨境流动造成的争端，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1980 年制定《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保护》，该文件提供

了一个全面且系统的框架，用于保护个人隐私和规范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这些原则不仅为个人提供了相应的权利和保护，也为

数据处理方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法律责任。 
5案例来源于北京法院网于 2016 年 5 月 4 日发布于其官方网站的《海淀法院审结全国首例“被遗忘权”案》一文中，具体网址见

https://bjgy.b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6/05/id/1850523.shtm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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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我国大众视野。本案中，任某身为培训专业人员，曾受雇于某培训企业。在任某辞职后，在某网络中

看到了大量的关于自己以前工作的某培训企业的资料，由于该企业本身还面临着不少纠纷，任某觉得这

些负面资料已严重干扰到自己本人的工作和身心健康。于是，任某便向该网页的经营者提出权利诉求，

请求其及时移除有关网页。在该公司仍未采取任何行动和处理措施的前提下，任某便将该公司诉至法庭

并以被遗忘权被侵犯为诉由请求该公司予以答复。在当时，受理本案的法官认为网络上个人信息的权益

不能纳入已有的类型化的人格权保护范畴，因此对该案中提及的民事权益是否应予以保护要采取审慎的

态度。 
通过对比欧洲“被遗忘权”第一案与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的判决细节，不难发现被遗忘权的权

利对象和权利实施手段都具有一般信息保护权利无法比拟的新颖性。即，被遗忘权的概念实质上是一种

新型的信息权利，因为它反映出了某种新型的信息权利诉求，但这种新型溢出的信息权利并不能完全被

原来的新权利主体所涵盖[10]。 
但有学者坚持认为被遗忘权系扎根于欧盟信息保护架构之下的衍生权利，不认为被遗忘权是一项所

谓的“新型权利”。笔者认为关于如何认定新型权利需要制定合理恰当的要件指标，并在此引入了李拥

军老师的四个要件指标，以姚建宗老师的理论方式和实质方法，对被遗忘权利概念进行了评估[11]。李拥

军教授的四个条件标准表明权利的生成需要有独立主体和权利相对者的存在，权利保护的利益或资源须

具有稀缺性以及某种利益需得到所在群体的肯定性评价[12]。首先，主张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应当是将权

利信息公布在网络空间中的网络主体。其次，被遗忘权的权利相对者是信息时代所有应负遗忘义务的个

体，是抽象意义上的权利相对者。最后，被遗忘权所保护的“遗忘价值”具有应对互联网过度记忆对个

体人格权益进行冲击与减损的功能，是受当今社会评价机制首肯的价值。所以，被遗忘权利应当满足李

拥军先生的有关利益的四项基础条件要求。而按照姚建宗对于新型人权理论的看法，新型人权不但需要

从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形式标准来判定，而且需要从以新型人权的主体、客体、内涵以及情景条件为

基础的实质标准来判断。从形式标准上来说，我国早已通过立法手段对被遗忘权利赋予了正统的立法身

份，并将之应用到了在互联网条件下的信息保障方面，这在时空上属于崭新的人权理论。从实质标准上

来说，被遗忘权利是在信息时代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而被遗忘权利的主体、客体、内涵则在信息保障的

立法滞后的当下，已经具备了前瞻性的特点[13]。由此，被遗忘权力已经初步达到了一种新权利的形态及

其实际要求，应被看作是一种新型权利。 

3.3. 平衡利益：被遗忘权服从有序的价值位阶 

被遗忘权设立之初，承载了欧盟对于网络空间进行监管与全球联动治理的期望。监管具有一定的约

束，虽然被遗忘权具有入的社会价值，但是本质属性却决定了巨大社会价值的支出，首当其冲的代价便

是个人自由[14]。 
互联网时代，不可否认，被遗忘权对于包含表达权利内容的自由权已构成了一定危害。但最初，针

对被遗忘权利的批评主要是根据语言权利来进行，后来延伸到了包括新闻自由和信息的权利(access to 
information)在内。但总的来说，被遗忘权对自由权的危害并不像在美国于 2014 年冈萨雷斯案刚宣判前所

担心的那样强烈，特别是由人们广泛担心的被遗忘权对表达自由的危害。从现在看来，似乎也存在着许

多的挽救手段。 
首先，价值保护必须建立在我们对价值进行衡量与确定的基础之上，而作为基础价值的主体组成

因素，不同价值之间又必然存在着主次之分。由此，对被遗忘权利的保护制度建立者必须在大数据的

性质、敏感性、和公众知情权程度之间进行了权衡的研究，以了解在这些具体案例中包含的法律谱系，

从而将其排序，以便作出最符合其特点的利益评估和价值决定。其次，信息保护的价值判断与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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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也不是单一的，可依据比例原则考虑多方利益的动态平衡[15]。例如在信息处理与控制过程当中，

考虑权利的行使是否符合合同的要求、是否符合法定的义务等。复次，学界有观点推崇从逻辑推断的

角度出发进行价值衡量。从司法价值的完整结构来看，每一项独立的价值都不同于其他价值，其含义

可以作出具体划分。 
当信息被过度使用，“旧事重提”使“个体画像”因“信息成像机制”被迫曝露于网络，而被遗

忘权给予信息主体淡出公众视野的自由，也为个体行使“后悔权”留出必要空间。据此，被遗忘权的

价值已然得以显现。在引入被遗忘权时，值得引入的是欧盟立法委员会对于解决问题、调节冲突矛盾

的思路与制度设计，而非价值偏好。例如借助比例原则，按照“国家–社会–集体–个人”的顺序进

行价值衡量，同时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或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16]。又如，可参照适用我国对

于隐私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对公众人物的被遗忘权保护可采取适度减损规则。多维度把握大的价值位

阶的基础之上，从个案分析角度，对每起案件进行“量体裁衣”，作出符合具体法律关系的价值选择，

是明智可取的做法。 

4. 结语 

如何对被遗忘权保护机制进行建构是一个值得再三思量的问题。即便欧盟的相关立法提供了一定的

借鉴参考价值，但“全盘西化”是走不通的路。依托立法手段通过行为规范模式构建完善的义务体系，

紧扣被遗忘权的核心，或许可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被遗忘权本土化之路[17]。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

使得被遗忘权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独特性体现在使信息价值与传播价值背道而驰[18]。大数据运

动会使人类社会和社区的运作模式上产生了跨越式的变化，因此舍恩伯格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畅想：遗

忘将变成常态[19]。对人们来说，遗忘永远都是常态，而记忆才是例外。在过度互联时代，往事如同刺青

一般深深镌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之上，个体的数字人格如同被锁进巨大的“圆形监狱”。既要承认

被遗忘权在当下时代的必要性，同时正视将被遗忘权本土化的呼吁，以理性的视角审慎地对待，在分析

可行性的基础之上着力推动被遗忘权本土化的制度建构。当数据砌垒出数字化的人格，让遗忘成为常态

才能使大数据取之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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